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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物种保护的若干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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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焕章,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博导。主要从事鱼类生物多样性与保

护生物学研究, 涉及长江流域鱼类多样性起源演化历史与机制, 珍稀特有鱼类资源监测

与保护等工作内容。围绕长江十年禁渔、赤水河生态环境保护、中华鲟保护等科学问

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科学研究。

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长江中的旗舰物

种。IUCN在2009年就将其评估为极度濒危。2013年
首次发现中华鲟没有野外繁殖。此后 , 虽然在

2014和2016年有再次野外繁殖, 但是自2017年以来,
已经连续7年没有发现中华鲟野外繁殖, 中华鲟已

经面临野外灭绝的风险。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中华鲟的保护, 是
当前各方面都非常关心的议题。有学者提出了要

在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修建鱼道, 以及在三峡库

区以上江段放流中华鲟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合

适? 如何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中华鲟物种? 其中的

科学问题迫切需要厘清。作者的研究团队长期进

行中华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 本文拟对我们团队的

研究结果作一介绍, 同时对大家关心的中华鲟保护

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期望能为中华鲟的保

护工作提供参考。 

1    中华鲟的物种起源问题

有关中华鲟的物种起源问题, 存在一些猜想,

但是严格的科学分析却比较缺乏。姜明等
[1]
采用线

粒体全基因组序列构建了鲟形目全部27个现有生

物种的系统发育树, 以此为基础, 分析了鲟形目鱼

类一些形态、生态特征的演化过程。在系统发育

关系方面, 该结果总体支持已有的分子系统发育研

究结果, 鲟形目分为鲟科与匙吻鲟科, 其中鲟科中

包含尖吻鲟类群、太平洋类群和大西洋类群3个大

的类群。

该研究显示, 中华鲟与长江鲟为姐妹物种, 二
者的共同祖先于37.5百万年前与分布于北方的近亲

分支发生分化, 中华鲟和长江鲟于6.9百万年前发生

物种分化。中华鲟具有河海洄游习性, 长江鲟则生

活于淡水。到底是长江鲟由河海洄游习性变成淡

水陆封, 还是中华鲟由淡水生活衍生为河海洄游类

型, 尚没有严格的研究。从姜明等
[1]
的研究结果看

(图 1), 中华鲟和长江鲟共同祖先是淡水类型, 因此

中华鲟的河海洄游习性是后来衍生的。可能在

8—9百万年前, 青藏高原进一步隆升, 东亚季风气

候加强, 长江流域的环境发生变化, 底栖型的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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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增加, 食物竞争激烈, 中华鲟的祖先种群被

迫到河口及海洋洄游以获得食物, 并形成河海洄游

习性。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 中华鲟的个体变大,
食性也变为肉食性, 甚至繁殖时间也变为秋天繁

殖。中华鲟的生物习性发生变化后, 由于个体巨大,
假如不洄游到海洋摄食, 长江中的底栖生物的生产

力将难以维持其种群的营养需求。所以, 中华鲟实

际上仅仅是幼鱼在长江中摄食, 洄游到长江中的繁

殖亲本是不摄食的, 其主要的营养需求是在海洋中

获取的。 

2    中华鲟繁殖群体在葛洲坝下产卵场的季
节行为

中华鲟的生活史过程是秋季在长江上游产卵,
产卵后的亲鱼迅速回到海洋摄食补充体力。受精

卵在石缝中孵化, 发育、生长, 幼鱼缓慢地向下游

及河口区域迁移。至次年的4—5月, 幼鱼到达长江

口, 然后进入海洋, 在海洋中生长至成熟。一般情

况下, 雄鱼9龄可以性成熟, 雌鱼要到14龄以上才性

成熟。成熟的亲鱼最早于6月, 一般于8—9月在长

江口聚集, 溯河进入长江。亲鱼进入长江后, 在长

江中停留1年, 至次年的10月聚集于产卵场进行繁

殖。葛洲坝电站修建以前, 中华鲟的产卵场位于长

江上游涪陵以上数百公里的江段。葛洲坝电站修

建以后, 中华鲟仅能在葛洲坝下的产卵场繁殖, 规
模大大缩小。俞丹等

[2]
采用环境DNA分析的方法,

研究了中华鲟在葛洲坝下产卵场的周年行为, 发现

中华鲟并非所有时间都在坝下产卵场逗留, 而是存

在季节变化。中华鲟一般8—9月份开始, 进入葛洲

坝下的产卵场, 10—11月达到高峰, 12月结束以后

离开产卵场(图 2)。在1—6月的时间里没有中华鲟

存在于产卵场。这可能是由于春、夏季葛洲坝下

江段流速太大, 水温太高, 中华鲟作为冷水鱼类不

适宜在此处栖息, 而需要到长江中的深潭低温处度

夏。我们进行环境DNA调查的结果也发现了非繁

殖季节中华鲟在长江中游江段的一些重要栖息

地。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了中华鲟的栖息地保护不

仅仅是葛洲坝江段, 也包括其他的“避暑”江段。 

3    中华鲟繁殖需求的水文条件和产卵江段

作为在河流中繁殖的鱼类, 中华鲟对于水温和

水流条件有着特殊的要求。在水温方面, 中华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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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鲟形目鱼类的分子系统树及洄游生活习性的演化(引自文献[1])
Fig. 1    Molecular phylogenetic tree of the acipenseriforms fishes showing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their living habits (modified from re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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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冷水鱼类 , 在秋天繁殖 , 要求水温在20℃以下 ,
16℃以上, 很少有在21℃的情况。研究发现, 中华

鲟繁殖期需求的水温和流量之间有一定的补偿效

应, 即当流量特别适合的情况下, 可以在高温区间

产卵
[3]
。这一现象为生态调度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因为流量的调度相对于温度的调度要容易一些, 这
样可以在温度近乎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例如21℃,
通过给予足够的流量, 有可能会诱发中华鲟产卵。

在流量的过程方面, 总体上中华鲟是在秋季退

水末期的情况下产卵。这一点与四大家鱼要求涨

水条件产卵是相反的。这种退水率要>200 m3/(s·d)。
这一数值可以作为生态调度的参考。

许多研究探讨了中华鲟产卵时的最低流量或者

最适流量, 结论差别较大，例如10000—30000 m3/s[4],
或者7000—13000 m3/s[5]。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 中华

鲟在葛洲坝下产卵场繁殖的流量是5830—27050 m3/s。
此外, 研究还发现中华鲟繁殖要求夏末秋初的

高水位, 以及秋季的低水位
[4, 5]

。也许夏末的高水

位需求与中华鲟在夏季需要避暑相关。这一点是以

前没有注意到的, 在未来的生态调度工作中需要注意。

中华鲟的产卵场在葛洲坝电站修建以前是在

涪陵到金沙江下游江段。葛洲坝电站修建以后, 中
华鲟仅能在坝下产卵场繁殖, 这也是目前唯一已知

的产卵场。2014年, 在这一产卵场没有监测到中华

鲟产卵, 但是2015年在长江下游及河口监测到了中

华鲟的幼鱼, 说明中华鲟确实有产卵, 但是没有被

监测到。这也引发了存在其他中华鲟产卵场的讨

论。常涛等
[6]
对长江上、中、下游的水温格局进行

了分析, 发现长江的上、中、下游年平均水温是差

不多的, 大概在18℃。但是温度的变化幅度却差别

很大。上游(屏山)地区水温的变幅为10.5 —25.0℃,
水温的变幅不大。而在下游湖口水温的变幅为

2.3—32.4℃, 冬天极冷, 夏天极热。中华鲟作为冷

水鱼类, 在26℃即有胁迫作用, 在23℃以下可以作

为缓冲区间, 在20℃以下进行繁殖。从不同地点的

积温看, 长江上游的胁迫积温最小, 合适的积温最

大。葛洲坝下宜昌江段的胁迫积温相对较小, 合适

的积温相对较大, 是目前最合适的产卵江段(图 3)。
而其他下游江段合适的产卵积温太小, 不能作为合

适的产卵江段。通过对2015年在长江口采集的中

华鲟幼鱼进行耳石元素分析, 也认为其产卵场应该

在宜昌江段。因此宜昌江段应该作为中华鲟的关

键栖息地进行重点保护。 

4    中华鲟的最小存活种群与种群现状

一般将生物的生活史对策划分为r-对策和K-对
策两种类型。但是在鱼类中, 生活史对策更多样化,
分为3种类型: 机会对策、周期对策和平衡对策。

中华鲟属于周期对策类型, 性成熟晚, 但是产卵量

高, 不具有护幼行为, 总体上表现为III型存活曲线

类型, 其早期死亡率高。王腾等
[7]
对83种长江鱼类

的生活史特征和种群生产力进行了分析, 其中中华

鲟的最小存活种群为180尾, 即维持中华鲟种群需

要成熟的、具有繁殖能力的个体为180尾。这一数

值大于湖鲟的80尾[8], 小于欧洲鲟的200—500尾[9]
。

按照这样的标准, 根据繁殖群体的结构组成情况,
推算出中华鲟每年的繁殖群体数量需要22尾。自

1981年葛洲坝电站修建以来, 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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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葛洲坝下江段由环境DNA浓度变化显示的中华鲟繁殖群体季节性行为规律(依据文献[2]数据绘制)
Fig. 2    Seasonal behavioral patterns of the Chinese sturgeon reproductive stocks in four localities below the Gezhouba Dam revealed by the
concentrations of e-DNA (redrawn with data from ref. 2)

图中可见中华鲟仅在繁殖季节出现在葛洲坝下江段, 其余季节不在这一区域

The figure shows that the Chinese sturgeon appeared in these localities only in reproductive seasons, but are absent in other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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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下降, 从1980s早期的2000余尾
[10]
下降到目前

不足20尾。 这其中有早期过度捕捞的影响, 以及后

来产卵场环境容量下降和捕捞等多重压力的作

用。目前中华鲟的繁殖群体数量小于20尾, 小于其

最小存活种群的阈值。 

5    中华鲟交配策略与繁殖间隔

中华鲟个体大, 在海洋中生长发育, 在淡水河

流中繁殖, 而且需要在淡水河流环境停留1年多的

时间, 因此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繁殖策略。基于长期

收集的多个年份的中华鲟幼鱼样本, 我们分析了这

些样本之间的个体同胞关系, 发现中华鲟是多夫多

妻的混合交配策略, 而且不同个体的交配机会相对

平均, 不存在少数个体占优势交配的所谓彩票中奖

式策略
[11]
。上述现象说明增加繁殖亲本即可能增

加遗传多样性, 产生保护的效果。

另外发现不同年份的样本之间存在同胞关系,
说明同样的亲鱼存在不同年份重复繁殖的情况, 其
繁殖间隔的时间为2—6年。在该研究结果中最短

间隔时间是2年, 结合亲子分析和野外中华鲟繁殖

监测的信息, 可以推测部分亲鱼在2005年11月9日
参加繁殖, 然后回到海洋摄食恢复体力, 仅摄食不

到一年的时间, 在2006年9月左右这些亲鱼即洄游

至长江, 停留1年后, 在2007年11月23日产卵繁殖。

由于中华鲟亲鱼在长江中是不摄食的, 因此中华鲟

仅有不到1年的时间在海洋中摄食, 其必须进化有

高度有效的消化吸收系统, 在海洋中也是以高蛋

白、高能量的食物作为营养的来源。 

6    中华鲟目前的困境与未来的保护对策

纵观中华鲟的演化历史, 其经历了不断的环境

改变和不停地产生演化适应。首先, 中华鲟和长江

鲟的祖先物种在全球变冷的格局下, 由北方扩散到

南方。然后在东亚季风气候加强的背景下, 发生中

华鲟和长江鲟的物种分化, 中华鲟由淡水生活的祖

先类型演化为河海洄游类型。这些环境变化和演

化适应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间中发生的。

1981年葛洲坝工程截流后,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被阻,
产卵场面积大幅度减小, 同时由于捕捞作用, 其种

群数量急剧减少。2003年, 三峡工程蓄水, 中华鲟

的繁殖次数由每年2次减少为1次。2013年首次没

有监测到中华鲟的野外繁殖, 尽管2014、2016年存

在中华鲟的野外繁殖, 2017年以后, 已经连续7年没

有监测到中华鲟的野外繁殖。因此, 在高强度的人

类活动影响下, 中华鲟难以生存, 其物种延续岌岌

可危。

国家政府对中华鲟的物种保护非常重视, 采取

了人工繁殖放流, 禁止商业捕捞, 栖息地保护等多

种措施, 但是目前措施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 有关

中华鲟的保护对策存在若干的争议。我们的研究

成果对于澄清当前围绕中华鲟保护所存在的争议,
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这无疑为日后制定更为精

准、有效的中华鲟保护策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1    中华鲟没有产卵的原因, 中华鲟目前的产卵场

是否有效?
关于中华鲟近年来没有产卵的原因, 目前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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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江上中下游不同区间水温的积温变化及对中华鲟产卵位置的影响(依据文献[6]数据重新绘制)
Fig.  3      Comparison  of  cumulative  temperatures  for  reproduction,  holding  and  stressing  from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dicating the suitable spawning site for the Chinese sturgeon (redrawn with data from re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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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三峡工程蓄水后, 葛洲

坝下中华鲟的产卵场变得不适合中华鲟产卵, 所以

需要为中华鲟寻找新的产卵场。我们的研究结果

显示, 从适合中华鲟繁殖的累积温度来看, 宜昌江

段仍然是中华鲟目前最合适的产卵江段, 葛洲坝下

的产卵场也是目前唯一被证实有效的产卵场。从

历年的水文、水温条件看, 2013和2015年的水温特

别高, 流量偏小, 所以不适合中华鲟产卵。但是其

他年份的水温、水流条件总体是合适的(图 4), 中
华鲟没有产卵的原因是由于亲鱼数量太少。由于

在繁殖季节长江中的中华鲟繁殖群体包含有两个

组分, 即前一年进入长江后准备繁殖的个体, 以及

当年进入长江后等待下一年繁殖的个体, 所以在葛

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探测到的个体20尾相当于仅

有一半的个体(10尾)可能当年繁殖。如果考虑到雌

雄的性比, 则也许有5尾雌鱼、5尾雄鱼属于当年繁

殖的个体。考虑到性选择等因素, 这样少的个体是

难以自然繁殖的。因此认为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

场已经丧失功能是不科学的。 

6.2    中华鲟已经放流了40多年, 数百万尾个体, 为
什么没有效果?

国家政府对中华鲟的保护工作非常重视, 从
1983年开始就已经成功进行了中华鲟的人工繁殖

工作, 并且放流了中华鲟的鱼苗。此后每年都会进

行中华鲟鱼苗、幼鱼, 甚至大个体鱼的放流, 累积

超过800多万尾。但是, 目前仍然没有看到中华鲟

种群恢复的迹象。因此有的人认为放流中华鲟是

失败的, 没有效果, 应该采取其他措施。从中华鲟

的生活史对策看, 其属于周期对策类型。一方面其

寿命长, 性成熟晚; 另一方面繁殖量大, 早期死亡率

高。这是鱼类中出现的特殊类型生活史对策的表

现。由于繁殖量大, 早期死亡率高, 所以早期个体

的数量需求大。一般情况下, 中华鲟的平均怀卵量

为60万尾, 如果有10尾雌鱼参加繁殖, 则一年的产

卵量就能达到600万尾。例如, 据估算, 1984年葛洲

坝下中华鲟产卵量为1500万粒
[12], 有些年份甚至更

高
[13]
。所以尽管我们看到放流了数百万尾的中华

鲟, 但是与其自然繁殖量相比, 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早期的死亡率太高。这也导致这么多年放流

的效果不显著。因此, 不是放流措施不合适, 而是

放流的数量太少, 难以形成效果。 

6.3    是否需要为中华鲟修建鱼道

由于葛洲坝电站阻隔了中华鲟的洄游通道, 在
修建葛洲坝电站的时候就讨论了是否需要为中华

鲟修建鱼道。当时的决策是先不建鱼道, 但是保留

修建鱼道的位置。1982年秋发现中华鲟可以在葛

洲坝下产卵后, 以实际的证据说明了没有必要为中

华鲟修建鱼道, 这样为是否需要在葛洲坝为中华鲟

修建鱼道给出了一个暂时的结论。

近年来, 由于中华鲟多年没有野外繁殖, 有人

重新提出了要为中华鲟修建鱼道的观点。我们认

为这是不科学的, 而且是对中华鲟有害的。首先,
中华鲟是洄游鱼类, 其必须洄游到海洋才能获得足

够的营养。中华鲟的姐妹物种长江鲟个体小, 底栖

杂食性, 长江中的底栖生物生产力可以支撑长江鲟

的种群存在。但是中华鲟个体大, 长江中的底栖生

物生产力无法维持中华鲟种群的存在。将中华鲟

局限在长江上游地区将导致中华鲟种群由于营养

不够而灭绝。其次, 为了探索保护中华鲟的不同途

径, 有些科研单位分别在三峡库区和葛洲坝库区放

流了中华鲟的成年个体, 其结果是在坝下发现这些

个体被水轮机打死后的个体, 用实际证据说明了中

华鲟无法在坝上生存。因此, 这些理由非常清楚地

说明了不应该在葛洲坝和三峡工程为中华鲟修建

鱼道。 

6.4    中华鲟未来的保护对策

生物的演化通常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间背

景下发生的, 生物可以有较长的时间产生适应。然

而, 在剧烈的人类活动作用下, 许多生物显得无所

适从, 难以适应, 从而出现物种的灭绝。但是在人

类的辅助干预下, 有许多物种得到了成功的恢复。

例如, 朱鹮曾经仅剩下7只个体, 但是在人类的辅助

干预下, 现在已经恢复到了数千只。麋鹿曾经在我

国野外灭绝, 但是在从英国引回了数只个体后, 现
在已经建立了多个种群, 避免了物种灭绝的风险。

我们认为中华鲟的保护也需要借鉴这些物种保护

的经验, 加强人工辅助的干预。

中华鲟在1983年成功进行了人工繁殖工作后,
2009年进行了全人工养殖状态个体的成功繁殖,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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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以水温和流量综合分析的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适宜度

年度变化(依据文献[3]数据重新绘制)
Fig. 4   Temporal variations of habitat suitability for Chinese stur-
geon  spawning  analyzed  with  water  temperature  and  flow  below
the Gezhouba Dam (redrawn with data from re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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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经培育了子一代、子二代的亲本。这些基础

工作为进行人工辅助中华鲟的种群恢复提供了强

有力的基础。目前, 虽然已经进行了中华鲟的人工

繁殖放流工作, 但是放流的量太少, 个体太小, 所以

没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后期需要增加放流的数量,
加大放流个体的大小,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甚至

可以放流成熟的亲鱼。按照以中华鲟繁殖群体数

量为评价指标的范围
[14], 在评价为中等的情况下需

要200—400尾个体, 所以放流成熟的亲鱼可以达到

100尾。如果有了足够数量的个体, 一定能为中华

鲟的物种恢复带来希望。

其次, 一个物种的成功恢复必须是其野外种群

的恢复。对于中华鲟也是这样。然而中华鲟的生

活周期太长, 其完成生活史过程需求的空间太广,
使得恢复这一物种的野外种群会相对困难。但是,
只要工作做到位了, 中华鲟的野外种群一定可以恢

复。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是目前中华鲟唯一有

效的产卵场。由于为中华鲟修建鱼道存在较多的

不确定因素, 与其花费时间讨论鱼道的修建, 不如

做一些实际的、有效的工作, 去修复、扩展中华鲟

的现有产卵场。例如, 对产卵场的隔流堤进行处理,
对产卵场的底质进行修复等, 为中华鲟的野外繁殖

创造良好的条件。此外, 尽管研究显示大部分年份

中华鲟产卵的流量、水温条件是合适的, 但是这种

不确定性也是明显的。因此还是要对产卵场的流

量和水温进行详细的监测, 并考虑进行生态调度,
以完全保障中华鲟繁殖有合适的环境条件。

再次, 尽管中华鲟的亲鱼在长江中不摄食, 但
是其仔、幼鱼是要在长江中摄食、生长的。长江

中、下游干流就是中华鲟仔、幼鱼摄食生长的关

键栖息地。特别是一些底栖动物丰富的缓流、洲

滩区域。因此要加强对这些区域的保护, 提高中华

鲟仔、幼鱼的存活率。

由于中华鲟进入长江以后需要在长江中停留

一年, 在第二年的秋季产卵, 并且由于中华鲟是冷

水鱼类, 高温对其有胁迫作用。因此中华鲟可能存

在有“度夏”行为, 即在夏季的高温期, 在长江中寻

找低温的深潭度夏。因此对于中华鲟的保护, 也需

要考虑其度夏生境的保护。

此外, 就中华鲟的生活史过程看, 其大部分的

时间是在海洋中度过的。但是我们对于中华鲟在海

洋中的生物学知识还非常匮乏, 需要以后加强研究。

总之, 从多方面科学证据的分析来看, 尽管长

江中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还没有到

中华鲟完全不能生存的程度。特别是, 如果经过人

为的栖息地和产卵场修复, 可以为中华鲟提供更好

的生境和环境条件。中华鲟目前的困境是由于人

类活动产生的变化太快, 其没有时间产生适应, 造
成目前的种群数量太少, 难以自身恢复。如果通过

人工辅助干预, 放流足够数量的中华鲟个体, 加之

长江生态环境的恢复, 相信中华鲟终究可以恢复自

然繁殖, 并恢复种群数量, 延续物种生存。特别需

要说明的是, 中华鲟衰退的原因之一是捕捞的作用,
既有对中华鲟亲鱼的捕捞, 更有对中华鲟幼鱼的捕

捞。目前国家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政策, 这也为中华

鲟的恢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希望通过众多

的合力协作, 中华鲟的种群能够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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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十年禁渔”特色专栏征稿

自2021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长江“十年禁渔”是党中央、国务院

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大决策，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恢复长江母亲河生机活力的重要举

措。为跟踪报道此计划实施效果，并为长江大保护提供理论支撑，《水生生物学报》于2022年第1期起正

式开设长江“十年禁渔”特色专栏。专栏特邀请长江“十年禁渔”首倡科学家曹文宣院士担任名誉顾问并撰写

开栏词。

长江“十年禁渔”特色专栏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种质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江

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现面向广大学者征稿，请登录《水生生物学报》官网 (ssswxb.ihb.ac.cn)在线

投稿，要求论文选题新颖，具有创新性；写作条理清晰，文字简练流畅，论点明确，数据可靠。感谢您

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欢迎您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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